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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证据事实的逻辑方法探析

杜文静 刘海

摘 要：本文从法律逻辑视角探讨了司法证明中证据与事实之间的证据推理，并提出

运用过程的明示化是实现理性证明的重要保证。证据推理的目的是构建案件事实，其

过程是多种推理类型的综合运用，但从证据到案件事实的构建，背后的理念是一种最佳

解释推论。最佳解释推论是异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的新型推理模式，它包

括构建解释、比较解释、选择解释这三个思维过程。最佳解释推论为法律逻辑学的实践

转向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对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证明的科学化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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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口号作为司法

审判的指导原则。有学者如陈波从认识论层面上对证据与事实的概念做了细致的

分析，并提出“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新口号来替代传统的口号。（[26]）
舒国滢和宋旭光肯定了陈波对事实概念之复杂性与使用困境的分析，但认为其提

出的新口号略有不妥，值得商榷。他们认为，似乎更为妥当的说法应当是“司法裁

判以事实为根据，事实认定以证据为根据”。（[31]）后来，陈波又对舒国滢和宋旭
光的商榷进行了回应，坚持自己之前的主张，并扩充为“以审判程序为中心，以证

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他认为这个口号应该成为司法审判的指导原则。（[27]）
实际上，陈波与舒国滢和宋旭光的观点存在共同之处，他们都在关注证据与事实

的联系和区别，并从哲学意义上进行了详细论述。本文将从方法论的维度来阐述

证据与事实的关系，并揭示其背后的逻辑基础。

司法证明活动涉及用观察到的证据及一般的常识知识进行推理，以帮助办案

人员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张保生指出：从法庭认识论角度来研究事实认定，应

当打破“心证”不可言传的神话，将其看作是事实认定者在头脑中重建过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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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加工过程，是通过“证据之镜”对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进行经验推论的探究

过程。事实认定与经验推论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指“结论达成的过程；从

证据到证明的思维过程”，并构成一个从证据到推断性事实和要件事实的推论链

条。（[34]）文献表明，从证据到事实的推理过程存在三种主流的建模方法，即论
证、故事和概率模型。（[21]）这三种方法都指明了人们应当如何分析证据并且最
佳结构化这些证据，从而合理地构建案件事实。它们的逻辑基础是一种最佳解释

推论（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简称 IBE）。最佳解释推论是一种新兴事实
推理方法，不同于传统的法律推理。谈及法律推理，人们头脑中最初的表象也许

是公式化的“法律规则 +案件事实 =判决结论”。然而，最佳解释推论是基于“知
识以及经验的概括 +证据 =案件事实”的推理形式，是法律逻辑在新时代背景下
的更新和拓展。由最佳解释推论断定的案件事实是一种解释性事实，其中包含着

主体的理论前见，包含着主体价值取向、实践背景，包含着语言本身的局限和对

既有概念框架的依赖性，因此并不具有纯粹客观性，但其在方法论上自行设定了

三大自我要求：效度（validity）、信度（reliability）和精度（precision）。（[30]）

1 最佳解释推论

1.1 最佳解释推论的构成

最佳解释推论最初由哈曼（G. H. Harman，[7]）提出，后来诸多哲学家和法
学家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如利普顿（P. Lipton，[9]）、撒加德（P. Thagard，[19]）
等。具体来说，它是指：“当有很多假设都能解释某一证据时，推论者在得到一个

合理假设时，必须拒绝其他假设。因此，如果一个已知的假设相比于其他假设能

为某个证据提供‘更好的’解释，那么该已知假设就是真的。”（[7]）在证据推理
语境下，最佳解释推论的推理形式可概括如下：

1. E 是已观察到的证据集合；
2. 到目前为止，基于证据 E 可获得的潜在解释一共只有 n项，H1,H2 . . . , Hn

分别是 n项潜在解释中的解释性事实；

3. 包含 H1的解释是 n项解释中的“最佳”；

4. 因此，暂时性地接受事实 H1。

由此可见，最佳解释推论的推理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形成

潜在解释性事实，即事实发现者根据现已收集到的证据集合 E，并结合关于世界

的常识和经验知识，形成可以解释这些证据的各种潜在解释。人们也可利用这些

潜在解释进行预测推理，预测可能存在其他的证据。一个潜在解释如果能成功的

预测到某些新证据，那么它更值得信任，更具有似真性。搜寻并收集到这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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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可以扩充到证据集合 E，并初步检验这些潜在解释的似真性，排除明显不

似真的潜在解释。假设到目前为止，一共生成了 n项似真的潜在解释，对应解释

性事实（假设性事实）为H1,H2, . . . , Hn。举例如下，在卧室发现一具男尸（E），

对于这具尸体死亡的原因，可以形成三种解释：他是自然死亡（H1）；他被谋杀

（H2）；他是自杀（H3）。

第二个阶段是评价和比较解释，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从形成的所有解释中

选出“最佳”解释，并排除其他竞争解释。挑选出来的最佳解释应当被视为暂时

性接受。如果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新获得的证据加入证据集合 E，则要重复第一、

第二阶段的操作，重新确定最佳解释。这是一种循环认定的过程，直到此刻没有

可获取的其它证据和潜在解释为止。因此，最佳解释推论也被刻画为可废止推理。

判定何种解释是“最佳”？根据什么标准进行评估和比较？正是第二阶段关注的主

要问题。哈曼认为“最佳”很难被精确地定义，但至少要包含如下要素：“哪种解

释更简单、哪种解释更似真、哪种解释符合的信息更多、哪个解释有更少特设性

假设。”（[7]）约瑟夫森夫妇（John Josephson and Susan Josephson）则主张，一个
解释要被视为最佳，则它应当比其他选择更好地解释本案中的证据。在确定最佳

解释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存在多少似真的竞争解释，当前解释优于这

些解释的决定程度如何以及寻找其他选择的彻底程度如何。（[8]）不少疑问尚未
有定论，评价解释并选出最佳解释的标准仍模糊不清，诸多观点需要进一步核实，

其中备受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基于回溯推理的思想形成的解释性事实是一种最佳

解释。

1.2 最佳解释推论与回溯推理迷雾之廓清

近年来，学界存在着把最佳解释推论和回溯推理相关联的倾向，有关最佳解

释推论的理论及应用常常结合回溯推理进行讨论。回溯推理的思想肇始于古希腊

智者学派，由哲学家皮尔士（C. Peirce）对其进行理论化并提出基本架构（[11]），
推理形式如下：

1. E 是已观察到的证据集合；
2. H 是证据 E 出现的一个潜在解释性事实；

3. 所以，H 可能为真。

在哈曼看来，最佳解释推论与其他学者所谓的“回溯推理”“假设的方法”“假

设推理”和“理论推理”都相似，并且最佳解释推论属于一种独立的非演绎推

理。（[7]，第 88–89 页）有学者指出：“回溯推理涉及到提出假说和确证假说，
也涉及到寻求假说以及对假说进行具体的评价、甄别和确证。也就是说，它们是

一种扩展和可废止的推理形式，实质上是同一类推理，即回溯推理是最佳解释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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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初始名称，最佳解释推论是回溯推理的现代表述和进一步的论证。”（[32]，
第 97页）然而，撒加德却认为最佳解释推论和回溯推理不同，他主张：回溯推理
只形成解释，而最佳解释推论评价这些解释。（[19]，第 143页）还有学者将最佳
解释推论作了狭义、中义和广义的区分，认为：狭义的最佳解释推论相当于贝叶

斯认证的似然推理；中义的最佳解释推论相当于贝叶斯条件化推理及其初始概率

的确定；广义的最佳解释推论相当于决策推理，其接受规则相当于最大期望效用

原则，所以它要么相当于贝叶斯推理，要么相当于决策推理，因而失去自己的独

立性。（[33]，第 22页）

通过对照最佳解释推论和回溯推理的模式可以发现，回溯推理只形成解释，不

评价和比较解释，因为在回溯推理的形式中没有提及其他可选择的解释。由此看

来，撒加德的观点更为可取，回溯推理被狭义理解为生成假设，仅属于最佳解释

推论的第一个阶段。而它缺失的阶段，正是最佳解释推论指引司法实践的各种调

查和决策语境中进行证明的必要环节。所以，我们不能将其视为单个的推理步骤，

而应当将它视为描述“假设性解释”的多个步骤之组合。证明过程中的这些步骤

需要运用多种推理类型，这些推理类型可以构建解释、评价解释、比较解释并从

中选择最佳解释，形成从证据到案件事实的最佳构建。正如帕尔多（M. Pardo）和
艾伦（R. Allen）所言，司法证明的性质具有解释性，证据推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
种最佳解释推论。（[10]）最佳解释推论涉及证明过程中运用的所有重要的推理步
骤，至于如何比较不同解释，并选择某个具体解释作为对于已观察到证据的最佳

解释，乃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本文拟以证据推理的界定

为起点，表明证据推理的三大方法如何解决该难题。

2 证据推理的意蕴

常言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无疑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基础。证据这一

术语内涵丰富，为了运用最佳解释推论构建案件事实，它不仅包含证人证言、书

证等证据材料，还应当包含基于该类证据材料推论出的命题。我们将其称为证据

性事实，一般以假设或解释的形式提出。例如张某作证说“案发期间，他看到李

某在现场”，这是一份证据材料（E），而命题“案发期间，李某在现场”就是基

于证言 E的一个证据性事实。区分证据材料和证据性事实是有必要的，因为同一

份证据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可表述为不同的证据性事实命题。有学者提出：就言词

类证据来说，一份证言性陈述可以派生出多个命题，甚至陈述者的语气、表情和

手势也可以转化为命题，实物证据同样可能需要以多个命题来加以表述，因为实

物证据取得的主体、来源、时间、地点、方式以及保管链条都需要转化为命题形

式。（[29]，第 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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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证据性事实，推理者可进一步推论出其他假设性事实或解释性事实。根

据某些证据或命题，推理者提出假设（假说）以解释这些证据和命题，这些假设

所包含的事实，就是所谓的假设性事实或解释性事实，为了方便表达，下文统称

为解释性事实。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以法律适用为导向的，裁判者必须在事实审理

过程中完成法律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的彼此对应。由此，在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

中，遵循安德森等人的观点（[2]，第 61–62页），案件事实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
最终待证事实、次终待证事实和中间待证事实。最终待证事实是一个案件中存在

争议的主要事实命题，即为了给被告人定罪检方需要证明的命题。最终待证事实

通常可以分解为多个单独命题，即次终待证事实，它们代表最终待证事实的个体

要件，因此也可称为要件事实。证据性事实是一种中间待证事实，中间待证事实

本身也是一种解释性事实。实际上，最终待证事实和次终待证事实同样归为解释

性事实的范畴，因为它们是对整个案情及其证据进行阐释的事实。

在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中，除了从具体案件的证据中获得的知识，还需要运

用常识知识。关于世界认知的常识知识可以用概括化命题来表达，一般哲学传统

上称为“概括”，在逻辑上被称为“概称陈述（generalization）”。围绕在我们身边
的概称陈述很多，例如，“重物总是会往下坠落”“行凶者一般会在作案现场留下

痕迹”“神志正常的人通常不会自杀”。这些概称陈述不仅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还

广泛适用于法律领域。正如舒姆（D. Schum）所言，概称陈述在证据推理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他提出：对于每一个确定的推理阶段或步骤，我们必须对自己所相信

的为采取这些步骤提供基础或给予许可的内容做出断言。（[18]，第 81页）此类断
言被逻辑学家或法学家称为概称陈述。（[5]）因此，舒姆把概称陈述视为将各种推
理组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可以证成证据与待证命题之间的正当性关系。（[18]，
第 82页）然而“每枚硬币都有其两面性”，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它们又会带来风
险，由于概称陈述并不总是普遍为真，往往存在例外。特文宁（W. Twining）主
张：概称陈述所表达的一般知识，并非基于证据的知识，而是人类世界的常识知

识。这类世界知识存储于知识库中，但人类的知识库却是“一汪纷繁复杂的水，里

面含有各种各样的信息、零星记忆、印象、故事、神话、谚语、希望、猜测和偏

见等”。（[20]）所以，在证据推理过程中，推理者必须谨慎使用它们，倘若推理者
运用主观偏见或者恣意捏造的概称陈述证明案件事实将会带来极大的隐患，这也

是刑事错案的主要成因。

综合上面的论述，证据推理可认为是一种基于证据和概称陈述推导出解释性

事实主张的常识推理，本质上是一种最佳解释的推论，属于可废止推理。证明过

程中的前提可以是证据材料，也可以是解释性事实，而结论是解释性事实，从前提

到结论的链接是表达一般知识的概称陈述。为了保障推理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除

了审查证据资格外，推理者还必须仔细查验概称陈述的来源、可靠性以及似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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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据推理的三大方法

3.1 论证方法的最佳解释推论

3.1.1 论证方法的产生与现状

论证的理论渊源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三段论就是一种论证，

即由两个直言命题共同推导出结论。发展至今，论证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述。论证理论家沃尔顿（D. Walton）把“论证”定义为“给出
理由来支持或批评有问题或容易引起怀疑的主张”。（[24]，第 1页）这个定义深
刻指出了论证的批判性本质，但却过于宽泛，并没有提及支持和主张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论辩的视角来解释论证这一术语，将其视为通过运用一系列连续推论步骤，

来构建和攻击从证据到结论的“推论树（trees of inference）”。证据推理的论证方
法起源于威格摩尔（Wigmore）（[25]）的证据图表法，他开启了一种从证据到假
设的可视化研究路径，以图形的方式展现了论证方法。遵循威格摩尔的研究思路，

新证据学家安德森、特文宁以理性主义传统为基础，专注于事实推论，形成面向

法律人思维的证据推理可视化进路。另一方面，在法律人工智能领域中，通过将

逻辑解释为“法学一般化”，形式论辩学家主张（[13, 22]），在一个攻击和防卫主
张的批判性程序中，逻辑的论辩角色可以用于理性分析论证，形成面向法律人工

智能的程序化进路。

3.1.2 案件事实的论证图解模型

论证的基础推理结构可自下而上建模成图 1的形式：根据证据 E，推理者按

照最佳解释推论的过程构建解释性事实H，概称陈述提供从证据到解释性事实的

纽带，使得推理者接受H。基础推理的步骤是建立在这样的概称陈述之上的，即

“如果 E 是H 的证据，那么H 成立”。由于这类概称陈述反映证据与解释性事实

之间的关系，因而可称为证据性概称陈述。（[3]，第 27页）

解释性事实 H

证据 E

概称陈述

图 1: 论证中的基础推理结构

根据证据的数量、证据间的关系和推论出解释性事实的数量，图 1的基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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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可细分为四种类型：简单结构、收敛结构、闭合结构、发散结构，如图 2。

简单结构 收敛结构 闭合结构 发散结构

E

H H H

E1 E1 E

H1

: : : : : :

: : : Hn

EnEn

图 2: 论证中基础推理结构的四种类型

一个论证往往是由以上四种推理类型链接在一起的树结构，因而可以建模成

如图 3的图解形式。在图 3中，最底层是推理的前提，它可以是证据材料或其它
假设的命题；箭头表示推理的步骤，由概称陈述提供保证；最顶层的是最终结论，

即最终待证事实，它从上到下为各项解释性事实和证据提供解释；其余部分是中

间结论，即中间待证事实和次终待证事实。树结构的子树就是这个论证的某个子

论证。在实践中运用论证方法时，为了降低论证的复杂性，可以将一个大型论证

分解成若干子论证。

最终待证事实

要件事实 1要件事实 1 要件事实 2 要件事实 3 要件事实 4

解释性
事实 3

解释性
事实 2

解释性
事实 4

解释性
事实 5

解释性
事实 1

证据性
事实 1

证据性
事实 2

证据性
事实 3

证据性
事实 4

证据性
事实 5

证据 1 证据 2 证据 3 证据 4 证据 5 证据 6 证据 7 证据 8

次终待证事实

中间待证事实

证据

图 3: 案件事实构建的论证图解模型

按照图 3的图解模型，在分析案件和构建案件事实的过程中，推理者从证据
材料、相关假设的命题和概称陈述出发，在最佳解释推论的指导下，逐步向上构

建各种解释性事实，形成完整的论证图解。以这种方式来构建整个案件事实，可

以实现推理过程的可视化，打破心证黑箱，为理性司法证明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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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基于最佳解释推论的最佳论证

在司法证明过程中，推理者基于最佳解释推论可构造多个论证来解释案件，因

此需要比较各种可获得的替代论证，以确定案件的“最佳论证”。比较论证主要涉

及最佳解释推论的第二阶段。在论证方法中，各种论证被置于论辩语境中，如果

一个论证经受住了攻击、没有被成功质疑，那么这个论证就是可接受的，由此得

到的最终待证事实，就是整个案件事实的最佳解释。论证的可接受性可以从攻击

博弈和论辩状态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质疑一个论证有三种途径。（[15]）一是攻击论证的前提，它通过构造另一个
论证来说明原论证的某些前提是不可接受的或错误的，这种攻击被称为削弱攻击

（undermining attack）。二是攻击论证的推理步骤，即攻击联系前提和结论的概称
陈述，它是构建另一个论证来说明原论证为何不能从前提推论出结论的原因，例

如概称陈述存在例外的情况，或者概称陈述不具有可接受性等，这种攻击被称为

底切攻击（undercutting attack）。三是攻击论证的结论，它通过一个反论证来反驳
原论证，反论证的结论与原论证的结论是相互矛盾的，这种攻击被称为反驳攻击

（rebutting attack）。攻击论证可以从论证的怀疑源着手。沃尔顿（[23]）为证据推理
提供了诸多证明过程中反复使用的论证类型，每种论证类型的怀疑源都通过一组

批判性问题而呈现。比如，诉诸从位置到知道论证，相应的概称陈述表述为：如

果处于特定领域 S位置的证据来源 a作证“领域 S中的命题 A为真（或假）”，那

么 A为真（或假）。它对应的批判性问题如下：

1. 位置问题：a处于知道命题 A是否为真（假）的位置吗？

2. 诚实问题：a是一个诚实的（可信的、可靠的）证据来源吗？

3. 断言问题：a断言 A是真（假）的吗？

上面三个批判性问题揭示了诉诸从位置到知道论证的怀疑源，为人们攻击这

个论证指明了方向。

论证在经过攻击博弈后所处的状态称为论辩状态。帕肯（H. Prakken）和弗雷
斯维克（G. Vreeswijk）区分了论证的三种论辩状态：已证成状态（在与其他论证
竞争中获胜）、已推翻状态（在与其他论证竞争中失败）与可防卫状态（在与其他

论证竞争中陷入平局）。（[17]）论证的论辩状态取决于它是否击败（defeat）其他
论证或被其它论证所击败。底切攻击通常能够击败其它论证，而削弱攻击和反驳

攻击能否击败原论证则取决于两个论证的强度的优先关系（preference relation）。
刻画论证强度大小的优先关系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比如，帕肯和萨托尔

（G. Sartor）（[16]）建模概称陈述之间的优先关系，阿姆古德（L. Amgoud）和凯
罗尔（C. Cayrol）（[1]）建模一个论证框架下整体论证之间的优先关系。然而，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系统的方法来确定论证强度的优先关系，目前衡量论证强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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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主要都是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之上并根据常识知识进行判断。例如，基于甲

某的证人证言论证比基于乙某的证人证言论证更加可靠，因为甲某不戴眼镜而乙

某戴眼镜，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优先。

如果论证 A反驳或削弱论证 B，那么 A击败 B当且仅当 A优先于 B（即 A

的论证强度大于 B 的论证强度）。如果两个互相攻击的论证具有相同的论证强度，

或者它们的强度的优先关系没有被定义，那么这两个论证就互相击败对方。如果

论证 A击败 B，而论证 B 没有击败 A，则称 A严格击败 B。然而，即使论证 A

严格击败了论证B，也不能说明论证 A达到了已证成状态，因为 A可能会被另一

个论证 C 击败。假定论证 B 严格击败论证 A，而第三个论证 C 又严格击败论证

B 本身，这时论证 C 复原（reinstatement）了 A，但同样也不能说明论证 C 和 A

达到了已证成状态。因为有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形，例如又来一个论证 D，它

和论证 C 互相攻击对方，接着又来一个论证 E，E 击败 D 又复原了 C，等等依

次类推下去。就论证相互攻击的复杂情形而言，需要一个击败关系之间的演算系

统。这个演算系统的输入是一组带有击败关系的论证，输出是对这些论证的三类

论辩状态的评价。帕肯的 ASPIC+系统提供了一个演算系统的形式框架。（[14]）
在这种形式框架中，已证成的论证是那些在与他们的对手的所有冲突中获胜的论

证，它击败了所有对手论证，所以可以被接受。已推翻的论证是那些被已证成的

论证所击败的论证，因此必须被拒绝。而可防卫的论证是那些涉及到的冲突不能

被解决的论证，与其他论证的对抗陷入平局。

由此可见，一个论证如果在与其他替代论证的对抗博弈中已证成，那么这个

论证就是“最佳论证”，就可以被接受。因此，已证成的论证就是最佳论证。在论

证方法的框架下，对已证成论证的寻找，遵循的正是最佳解释推论的思维过程。

3.2 故事方法的最佳解释推论

3.2.1 故事方法的产生与现状

故事（story）以一种容易为人类处理的方式把信息结构化，在人们理解世界的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普遍形式。亚里士多德是最先讨

论故事的人之一，后来一些文学理论和认知心理学家也相继对故事进行了研究。他

们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故事的组成要素、故事的语法结构以及人们如何运用常识

知识构建和理解故事。从 20世纪 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转向如何将故事适用于刑
事案件中的证据推理，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深远的当属彭宁顿（N. Pennington）
和黑斯蒂（R. Hastie）。他们在班尼特（L. Bennett）和费尔德曼（M. Feldman）研
究基础上总结了一套故事方法，即刑事案件的决策过程就是使用该案中的证据构

建有关“发生了何事”的故事，然后比较这些故事，从中发现最佳故事。故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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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接近于调查人员和法律决策者实际思考案件的方式，因而是自然的，在实践

中经常为推理者所运用。故事的因果结构不仅能够帮助决策者记忆证据并判断其

重要性，还可以填补案件中没有证据支持的缺口。然而，故事方法存在“好故事

排除真故事”的危险，即一个良好结构的、与证据并不充分相容的“好故事”，无

论其本身的真实情况如何，会比无结构的、却与证据相容的“坏故事”更加可信。

为了降低这个危险，以克劳姆巴格（H. Crombag）为代表的法律心理学家提出了
锚定叙事理论（Anchored Narratives Theory），他们主张故事应该锚定于关于周围
世界的常识知识之中，锚定于不会受到合理怀疑的安全概称陈述中。锚定叙事理

论的锚定过程提供了一种核实故事符合世界知识程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贝克

斯（F. J. Bex）提出了一种混合理论（Hybrid Theory），将论证方法融入故事方法
中，以提高故事的可靠性，进一步降低“好故事排除真故事”的危险。

3.2.2 案件事实的故事图解模型

在故事方法的混合理论中，故事是指一个特定的、融贯的、通常按时序排列

的状态（state）或事件（event）序列。（[2]）然而，并非任何按时序排列的状态
或事件序列都是一个故事，一个状态或事件序列要成为故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各状态和事件之间不应当包含明显的抵触；第二，状态和事件之间必须要

有某种明示的或默示的因果关系。故事中的事件经由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之组合

相联系，各状态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表达为条件陈述，这些条件陈述本质

上是一个概称陈述，在故事理论中被称为因果性概称陈述（causal generalization），
它具有“H1是 H2的原因”之形式。（[3]，第 60–61页）

混合理论中的故事图解模型包含两层结构：故事层和论证层，如图 4。一个
案件发生后，事实发现者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结合常识知识和经验，运用最佳解

释推论得出一系列解释性事实，这些解释性事构成了故事中的状态或事件，它们

按照一定的时序排序形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图解模型 4中的故事层。故事
可以用来解释已收集到的证据，也可以预测将来可能会出现的新证据。故事层中

的状态或事件要么是以前一个状态或事件为基础，要么是以证据材料为基础，运

用最佳解释推论而构建的。状态或事件之间、状态或事件与证据材料之间都存在

某种因果联系，它们之间的推理关系都是用因果性概称陈述来提供纽带。从证据

材料出发，基于证据性概称陈述，运用最佳解释推论还可以推导出其它解释性事

实。这些解释性事实和证据材料形成的树图结构，就是故事图解模型中的论证层。

论证层为故事层提供支持，故事层为论证层提供解释。

在混合理论中，证据视为故事被锚定的“基础”，证据与故事之间的联系（“锚

链”）是证据性论证中的推论。混合理论区分了两种锚：一是内部锚，即代表故事

内部之关系的因果性概称陈述，二是外部锚，即论证中以证据为起点的证据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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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陈述，它们并非故事的一部分。（[3]，第 240页）将论证融入故事，使得证据在
故事中有了清晰的位置，已证成的论证为故事中的状态或事件提供支持，故事本

身也具有了理性良好基础。

故事层

论证层

状态 1 状态 2 事件 1 事件 2 状态 3 事件 3 事件 4

证据性
事实 3

证据性
事实 4

证据性
事实 5

证据 5 证据 6 证据 7

证据 1

证据性
事实 1

证据 2
证据性
事实 2

解释性
事实

证据 4

证据 3

图 4: 案件事实构建的故事图解模型

3.2.3 基于最佳解释推论的最佳故事

在证据推理过程中，运用最佳解释推论，推理者可以构建多个故事以解释案

件中“发生了何事”，例如控方故事和辩方故事。因此，需要从所有可能故事中检

验、比较，以确定哪个是“最佳故事”，从而达到事实认定的目的。检验和比较故

事主要涉及最佳解释推论的第二阶段。在混合理论中，故事的比较是通过关于故

事的论证来完成的。评估故事的质量有多个标准，大致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标准

是关于故事如何符合案件中的具体证据，即审查故事符合证据的程度，而第二组

标准是关于故事是否符合普遍的、常识的世界知识，即审查故事本身的融贯性。

审查故事符合证据的程度有三个子标准：证据支持、证据抵触、证据空缺。（[3]，
第 87–89页）证据支持是指支持故事中状态、事件或因果性概称陈述的所有证据
构成的集合；证据抵触是指与故事中状态、事件或因果性概称陈述相抵触的所有

证据构成的集合；证据空缺是指故事中没有获得直接证据支持的所有事件构成的

集合。例如，在图 4中，证据支持有 6个证据，即证据 2–7，证据空缺有 1个事
件，即事件 1，它与证据性事实 1虚线连接表明没有证据支持。这三个子标准分
别对应着三个批判性问题（[4]）：

1. 多少以及哪些可获得的证据材料支持该故事？（证据支持）
2. 多少以及哪些可获得的证据材料抵触该故事？（证据抵触）
3. 该解释中的多少以及哪些事件未获得证据材料的支持？（证据空缺）

通过回答上面三个问题，就可以审查故事的质量，从而为比较故事的优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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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依据。很显然，证据支持越多，证据抵触和证据空缺越小，故事符合证据的程

度就越高。

审查故事本身的融贯性也有三个子标准：一致性、似真性和完备性。（[12]，
第 528页）一致性是指故事中各状态和事件之间不包含内部抵触；似真性是指符
合关于周围世界的一般知识；完备性是指故事的要素齐全、结构完整，符合“动

机–目的–行为–结果”的故意行为故事图式（story scheme），即行为者的某个动机
形成特定的目的，目的进而导致行为，行为产生结果。这三个子标准也分别对应

着三个批判性问题（[3]，第 94页）：

1. 该故事有互相抵触的状态或事件吗？（一致性）

2. 该故事中的事件以及表达潜在因果关系的概称陈述，其内在似真程度如何？（似
真性）

3. 该故事填满了一个似真的故事图式吗？该故事拟合一个似真的故事图式吗？（完
备性）

这三个问题，不需要考虑证据，通过一般的常识知识和经验就能做出回答，从

而检验故事的融贯性，为比较故事的优劣提供依据。一致性越强，似真性越高，完

备性越足，则故事的融贯性越好。

故事符合证据的程度及其融贯性主要是从故事本身的属性来比较故事的优

劣。符合度越高，融贯性越强，这样的故事质量就越高，在与其它替代故事的竞

争中就会胜出。此外，为了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

准，司法人员应尽其所能构建多个关于案件“发生了何事”的可能故事，使得所

有可能故事都应参与竞争，两两进行比较。

类似于论证方法，故事最后的论辩状态分为三种：可信的故事（与其他选择

故事竞争获胜），不可信的故事（与其他选择故事竞争失败）与可疑的故事（与其

他选择故事竞争陷入平局）。可信的故事就是“最佳故事”。如果论辩博弈中没有

故事可信，那么就需要基于最佳解释推论补充证据并重新构建故事以找到最佳故

事。因此，对最佳故事的寻找，遵循的也是最佳解释推论的思维过程。

3.3 概率方法的最佳解释推论

3.3.1 概率方法的产生与根基

概率方法应用于证据推理起源于 20世纪后半期，如今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法庭科学家经常谈及使用数值概率的 DNA证据，统计学专家受邀就给定案件情
况发生某种犯罪的概率进行作证。概率方法是一种帮助决策者进行不确定性推理

和数据分析的有效工具。概率推理以贝叶斯主观概率为基础，贝叶斯公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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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重要角色：

P (H | E) =
P (H)×P (E | H)

P (E)

其中 P (H | E)为解释性事实H的后验概率，P (E | H)为证据E的似然度，P (H)

是H的先验概率，P (E)为证据E的概率。贝叶斯公式也可以写成如下几率（odds）
形式：

P (H | E)

P (¬H | E)
=

P (E | H)

P (E | ¬H)
×
P (H)

P (¬H)

上式等号左边的公式称为解释性事实H的后验几率，等号右边第一个公式称为证

据 E的似然率（likelihood ratio），第二个公式为H 的先验几率。通常，人们运用

似然率模型评价证据的证明力（the probative value）（[28]）。与 H 的先验概率相

比较，当似然率大于 1时，证据 E 将促使 H 的后验概率增大，而且似然率越大，

后验概率将越接近 1；当似然率小于 1时，证据 E将导致H 的后验概率减小，而

且似然率越接近于 0，后验概率也将越接近于 0；当似然率等于 1时，E不提供任
何证据价值，后验概率等于其先验概率。

3.3.2 案件事实的贝叶斯网络模型

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简称 BN）是运用概率方法进行证据推理的
可视化图解模型。贝叶斯网络是由节点和有方向的弧构成的不带有向圈的图。节

点代表随机变量，每个变量关联一个概率分布表。弧代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或

概率关系。任何关系的强度都是由概率分布来确定。（[6]）图 5是一个简单的贝叶
斯网络，用来分析被告人是否是犯罪现场收集到 DNA的来源。变量可以表示未
知的假设，如“被告人是犯罪现场 DNA的来源”，也可以表示被观察的证据，如
“现场 DNA被检测为 X型”。每个变量都有明确的取值或状态，这些取值必须是
互相排斥且穷尽的。根据变量的取值类型，变量可分为离散变量和连续变量。离

散变量的取值是有限的，如布尔变量的取值只有“真”和“假”两种状态，图 5中
的变量都是布尔变量。连续变量的取值则是无穷的连续数值。在构建贝叶斯网络

时，首先要确定选择何种类型的变量来建模案件中的假设和证据，这里最佳解释

推论扮演了关键性作用。推理者根据经验、常识知识和收集到的证据，形成假设，

以解释案件和观察到的证据。

当变量选定后，就要考虑变量之间的因果依赖关系、概率依赖关系和时序依

赖关系，利用这些关系来确定哪两个变量之间要画弧。弧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直

接依赖关系，通常弧都是由原因节点指向结果节点，由假设指向证据，由先发生的

事件指向后发生的事件。如果两个变量具有直接依赖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如

一个变量表示“人的身高”，另一个变量表示“人的体重”，那么弧的方向通常根

据哪个更便于确定条件概率分布表来选择。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弧，意味着它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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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直接的依赖关系。贝叶斯网络描绘现实世界的近似模型，在确定节点数量和

两个节点之间是否应该画弧时，在现实和效率之间有一个必要的权衡。节点和弧

越多，模型的保真度可能会更好，但此时模型的复杂度却很高，从而导致概率计

算和信念更新更困难，所以必须在构建更精确的模型和额外建模的成本之间进行

权衡。

现场 DNA 为 X 型 被告人 DNA 为 X 型

被告人是 DNA 的来源检测的准确性 检测的准确性

被告人 DNA 被检测为 X 型现场 DNA 被检测为 X 型

图 5: DNA来源的贝叶斯网络

3.3.3 基于最佳解释推论的最佳概率

贝叶斯网络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定性部分，即由案件的证据和解释性事

实构成的网络结构图，如图 5。这个网络图与论证图解、故事图解一样，都是在
最佳解释推论的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案件的整体贝叶斯网络由案件要素的子贝叶

斯网络图组成，整体贝叶斯网络可以看作是对案件“发生了何事”的一个解释。

二是定量部分。定性部分的网络图构建完成之后，推理者就应该按照概率理论给

每个变量的取值状态赋予恰当的概率数字，以得到这个变量的概率分布表。在贝

叶斯网络中，无父亲结点的变量应赋予无条件概率分布表，有父亲结点的变量应

赋予条件概率分布表。概率数字可以是统计意义上的客观概率，也可以是主观概

率，客观概率更准确。为使主观概率更可靠，可以采取专家论证形式来综合评价

与赋值。

具有定性和定量结构的贝叶斯网络构建完成后，利用概率理论的相关公式，

尤其是贝叶斯公式，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概率推理。贝叶斯网络推理可以实现四个

功能。一是计算证据的似然率，从而评价证据的证明力。二是检测怎么样证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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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产生冲突、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三是计算假设的后验概率，实现信念更新。

四是寻找证据的最佳解释。对于简单的网络结构，人工就能完成所有的推理计

算，但对于较为复杂的网络结构，运用人工智能专家们开发的软件工具可以实

现自动计算。在贝叶斯网络中，输入一组证据信息 E = {E1, E2, . . . , Em}，然
后去计算所有解释变量（非证据变量，表明案件事实的变量）的最可能状态组

合，即找到解释变量的某个状态组合 {Y1 = y1, Y2 = y2, . . . , Yn = yn}，使得
P{Y1 = y1, Y2 = y2, . . . , Yn = yn | E}最大，这个最大的概率值就是“最佳概率”，
它对应的这个状态组合 {Y1 = y1, Y2 = y2, . . . , Yn = yn}就是证据 E 的最佳解释。

例如在图 5中，如果我们输入证据“现场 DNA被检测为 X型 =真”和“被告人

DNA 被检测为 X 型 = 真”，那么就能分别计算出解释变量“被告人是 DNA 来
源”的后验概率，即 P{被告人是 DNA来源 = 真 | 现场 DNA被检测为 X型 =

真，被告人 DNA被检测为 X型 =真}和 P{被告人是 DNA的来源 =假 | 现场
DNA被检测为 X型 = 真，被告人 DNA被检测为 X型 = 真}的值。如果前者的
数值大，则“被告人是 DNA来源”是上述两个证据的最佳解释。如果后者的数值
大，则“被告人不是 DNA来源”是这两个证据的最佳解释。因此，在贝叶斯网络
推理中，对最佳概率的计算，遵循的仍是最佳解释推论的思维过程。

4 余论

证据推理旨在构建案件事实，其过程是一种最佳解释推论。论证、故事和概

率模型都是评价证据、构建案件事实的理性证明方法。这三种模型有各自评价证

据推理的方式，但本质上存在共通之处，即它们都是基于最佳解释推论的方法。在

论辩博弈中，已证成的论证，就是最佳论证；可信的故事，就是最佳故事；最大的

后验概率，就是最佳概率。最佳解释推论提供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接受规则，为

关于案件事实做出理性决策提供了指引。最佳解释是对“最佳”案件事实的追寻，

契合了司法领域中证明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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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ogical Method of Legal Evidence and Facts

Wenjing Du Hai Li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reasoning with evidence between evidence and facts in
judicial proo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logic and propose the demonstration of its
application process ar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to realize rational proof. The purpose
of reasoning with evidence is to construct the facts of a case. The process of eviden-
tial reasoning is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reasoning. From the
evid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the idea behind it is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The inference of the best explanation is a new mode of reasoning
different from deductive reasoning, inductive reasoning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It in-
cludes three thought processes: constructing explanations, comparing explanations and
choosing explanations. The inference of the best explana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for the practical turn of legal logic a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
nificance for judicial reform an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judicial proof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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